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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评陈其泰教授主编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

张淑一

中国人著史的传统悠远绵长，古往今来史家辈出不胜枚举，典籍浩繁汗牛充栋。如梁启超所云:
“中国于各种学问中，惟史学为最发达; 史学在世界各国中，惟中国为最发达。”①面对如此厚重的史
学遗产，如何以近现代研究视野去梳理传统史学超越时空的宝贵资源，揭示几千年来历史典籍的内

容与组织形式的辩证关系，阐释一定史书体裁体例产生、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因素，说明不同史体
的特点及它们在演进发展过程中彼此间的渗透和影响，总结评价不同编纂思想或史体观念的发生、
沿革和学术价值，引领现代史学继承和发扬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的优秀成分，就成为中国史学史和史

学理论研究领域重要而艰巨的课题。新近由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主编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
的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②填补了这一空白。

一、首部中国历史编纂学通史著作

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，系统性和贯通性是其关键。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上起西周时代，下迄二
十世纪末叶，首次以通史的面貌对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编纂学做了阐释。全书总共分为五卷六编。
前有导论，开宗明义界定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对象、任务、分期和基本内容，总述中国历史编纂
学的优良传统;后有余绪，讨论中国历史编纂学在亚洲其他地区的传播和影响，比较中西古代历史编

纂传统的共性与区别。
中间的主体部分，则以断代考察与贯通研究相结合的方式，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划分为奠基、

确立、发展、兴盛、嬗变和晚清民国以后的新格局六大演进阶段，分别对应先秦、两汉、魏晋南北朝隋
唐五代、宋元、明清和近现代以来中国对西方历史编纂学成就的吸收借鉴诸时期，摆脱以往把历史编
纂学单纯视为研究史书体裁体例的技术问题、多个案分析少综合考察的做法，纵向上将中国传统历
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、内在逻辑、史书体裁的沿革演进、史法变迁的时代条件和递嬗关系等进行了排
比爬梳，横向上则把握住各个时期史著的著述宗旨、成书过程、编纂技巧、史学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，
以及体例运用的创新、叙事技巧的丰富、史学范围的扩大等内容，从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两个方面阐
述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思想脉络、成就特点和内在规律。
为了既能够“立体式著史”，全面反映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道路，体现中国磅礴广大的历史编

纂传统，又能够重点突出，从而避免面面俱到、泛泛而谈，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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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( 外二种) 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16 页。
陈其泰主编，陈其泰、张峰、屈宁、刘永祥著: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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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都作了去粗取精的选择。全书择取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三国志》《后汉
书》《史通》《通典》、新旧《唐书》、新旧《五代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通志》《文献通考》《元史》《明史》《文
史通义》诸有代表性的史著;司马迁、班固、陈寿、裴松之、刘知几、司马光、郑樵、马端临、章学诚、龚自
珍、黄遵宪、梁启超、白寿彝诸有代表性的史家;编年体、纪传体、纪事本末体、纲目体、典志体、章节体
诸典型史体;史官制度、史馆制度、史学理论的自觉、官修史书和私人撰著二者间的关系、时代剧变推
动下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新风貌等核心问题，将史家、史著与史法进行综合论述、一体分析，总结传
统历史编纂学的优劣得失，得出具有中西学理融通意义的概括。
例如，在全书第二卷对“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确立———两汉时期”的考察上，书中就突出了司

马迁《史记》和班固《汉书》二者不可移易的中心地位。对于前者，通过论述司马迁创造性地将时间
维度、人物活动维度、典章制度与社会情状维度三者并用，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展现其著史的
多维视野与《史记》的恢弘气魄;通过分析司马迁成功刻画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物形象，不囿于等级
名分而为孔子、陈胜等平民阶层出身的人物立传，在记载历史人物的同时又展现民族智慧，体现其已
经具有“人”是创造历史的主体的高度自觉;通过探论其设置《六国年表》《秦本纪》诸篇以表达历史
大势，设《匈奴列传》《大宛列传》诸篇以记载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，突破西汉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
的文化专制限制，为诸子百家人物立传、拥抱全民族文化的胸怀，以及其本纪、世家、表、书、列传五体
配合，匠心独运，内涵与审美高度的统一，表现其贯穿全书的非凡史识，彰显《史记》无愧于中国纪传
体史书百代不祧之宗的崇高地位。
对于后者，书中则通过论述《汉书》对西汉开国史料的重要补充、对汉武帝时期历史浓墨重彩的

书写等，为郑樵以来所谓的班固于汉武帝以前历史“尽窃迁书”的说法正误;通过分析班固据事直书
社会矛盾，表彰廉直之士，贬斥伪善人物，关注民生疾苦等方面，表彰其对《史记》实录精神的继承和
发扬;通过考察班书《百官公卿表》兼具表、志的双重作用，《王莽传》将人物传记与新莽朝政的精巧
结合而避免不重复论说，体现其严密合理的体例;通过论析班固设置十《志》、采谣谚入史、成功的细
节描写等，体现其对典志体的完善、高度的叙事技巧和博赡典雅的风格，褒扬其“断汉为史”、首创第
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的历史编纂学功绩。
而对于两汉时期的其他史学成就，则扼要选取《汉纪》《楚汉春秋》《列女传》《吴越春秋》《东观

汉记》等有典型特征的几部进行论述，既不因巨遗细，亦不喧宾夺主，不掩盖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在中华文
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芒。
而全书的其他卷次，比如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突出该时期正史编纂的巨大成就、历史编纂的

理论自觉、典志体通史的创辟、五代政局混乱背景下历史编纂经受的考验;宋元明清卷突出该时期正
史修撰的规范化、《资治通鉴》的巨大成就、纪事本末体的成熟与纲目体的创立、私人修史的盛行、
《文史通义》对传统史学的总结与思考;近现代卷突出时代剧变下历史编纂的新景象、梁启超与历史
编纂学的近代转型、国家意志弱化下设馆修史制度的衰落、章节体自西方的传入与盛行、抗战时期通
史编纂的新高潮、新中国成立以后通史编纂的新趋向，等等，均有统筹兼顾、抓大放小、详略得当、主
次分明的特色，展现了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一书自身所具有的高超的历史编纂学技巧和水平。
站在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高度，书中认为学术界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共识: 第

一，历史编纂是历史学家史才、史学、史识、史德的重要载体;第二，历史编纂为“再现真实历史”的综
合性创造过程;第三，历史编纂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著述格局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，因而必须以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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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的眼光进行考察。同时，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现实意义、光大中国
史学“求真”与“经世”二重性辩证统一的优良传统出发，书中又提出了以下命题: 一，创造性地阐释
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宝贵精华，发掘、阐释历代优秀史家的出色智慧和非凡创造力，揭示中国历史编纂
学的民族特色;二，从历史编纂学这一独特视角，总结中华文明世代赓续、传承久远、生生不息的强大
生命力，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，并为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增添助力。①

二、鲜明的原创性和理论前瞻性

作为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领域的名家，陈其泰教授秉承其先师白寿彝先生的教诲，三十余年持续

关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。此后又有屈宁、张峰、刘永祥诸位青年学者陆续加入团队，积年沉淀
与众人拾柴，不懈的努力造就了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一书芳草绵绵落红成阵，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和
理论前瞻性。
在对先秦时期重要典籍《国语》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上，书中认为《国语》这部史著长

期以来被边缘化对待，其成就亦被低估，书中指出《国语》载录了自西周末年以至春秋时期诸多有重
要影响的历史事件，以记载春秋时代卿大夫们的“嘉言善语”为特征，创立了以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;
《国语》的历史叙事技巧亦相当高超，成功地把“记言”和“记事”二者结合，用对比的手法叙述历史事
件和刻画历史人物，从多角度、多层面反映历史演进过程的复杂性，并提供了用“纪事本末法”叙述历
史的初步范式。其与《左传》一道，标志着先秦史学的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亦为中国史学在不
久以后出现更加成熟的史学著作奠定了基础。②

在对《史记》诸“世家”历史编纂成就的论述上，书中指出以往一些学者批评司马迁“名实无准”
“自乱其例”，其实是未能辨明司马迁针对三十“世家”不同篇章所具有的不同特点，运用了灵活的编
纂范式和体例。通过“编年纪传二体相兼，经纬交织”的方法，司马迁既显明了春秋、战国各诸侯国历
史的盛衰起伏，又努力刻画了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赵武灵王等有为人物的形象;而将孔子、陈胜
等布衣素人列为世家，则体现了其对古圣先贤或农战领袖的表彰; 又把汉初一批开国功臣萧何、曹
参、张良等人纳入世家，是肯定他们“辅拂股肱”的作用，与自己颂扬汉朝历史进步的“宣汉”立场保
持一致。《史记》“世家”体裁的创立，实是司马迁对当时历史编纂难题的精巧解决。③

在对《新唐书》的编纂思想和特点的考察上，书中认为《新唐书》是北宋中叶官方修史的重要成
果，其在“述往”之余，更着眼于“思来”，其中既有因不屑五代衰世而借助重新修撰唐史以争正统地
位的色彩，又有以唐史为鉴巩固当世统治的现实诉求。具体到编纂方法上，便是极其重视唐代治乱
的经验教训和典章制度，在总结唐代政治得失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。同时由于北宋文治大兴，
与五代修史环境截然有别，所据文献见闻益广，故在一定程度上又有补《旧唐书》之阙的意义。④

在关于梁启超与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的问题上，书中认为对于梁启超的“新史学”，应当首先将
其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，只有放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察，才能发现其“史学革命”之

741

①

②

③

④

参见陈其泰主编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第 1 卷“导论”，第 3 页。
参见陈其泰主编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第 1 卷“先秦时期”，第 234—270 页。
参见陈其泰主编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第 1 卷“两汉时期”，第 74—90 页。
参见陈其泰主编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第 4 卷“宋元明清时期”，第 93—108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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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放矢和真正的意义。梁氏不仅以敏锐的社会学眼光和娴熟的著述技巧引进西学、重建了中国历
史编纂理论，而且以此为标准，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了重新整合，用超前的学术意识思考了这

一学科的发展范围和方向，同时在通史和专史领域进行了亲身实践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从某种意
义上说，梁启超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，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，其确

立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，影响深远。①

此外，在对于如《史通》一书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、五代社会动荡时期历史编纂传统所经受的考
验、明末私修明史风气的兴盛、《春秋大事表》对传统史体的创造性运用、唯物史观与“新史学”的演
进、抗战时期通史编纂的新高潮、中西古代历史编纂学的比较等许多理论与实证问题上，书中都有积
极的创获，彰显了作者们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努力探索、勤奋耕耘的成果，也代表了创造性阐释中国历
史编纂学史的精深水平。

三、在出土文献历史编纂学研究上的贡献

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总结梳理，是以传世文献为中心的，然而对于当今方
兴未艾的出土文献研究，也没有忽略。书中专设“出土文献与历史叙事”一章，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
献互证，择要探讨了马王堆帛书《春秋事语》《战国纵横家书》、清华简《系年》和睡虎地秦简《编年
记》的历史叙事特点，提出:传世文献《春秋》《左传》和出土文献《系年》《编年记》的体裁都是编年
体，《春秋事语》的主要体裁亦为编年体，这说明古代先民在观察历史进程的时候，最早和最多采用的
是时间的视角。但是不同体裁之间并非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因之也会有《春秋事语》这类记事与记
言兼有的史书出现。而清华简《系年》在严格按照编年体裁记载历史事件的同时，又成功地糅合了纪
事本末的方法，为“不同体裁的互相补充是史学发展的重要规律”提供了新证，并再次证明纪事本末
体作为史家记述历史的重要方式，很早就存在于历史著作当中，不应刻板执守直到南宋袁枢作《通鉴
纪事本末》才发明了这种史体的观念。并且，《系年》的作者能够做到将从周武王到战国时期的主要
史事前后分明地记载下来，对长达四五百年范围内的历史大事有全局性的把握，足以称之为“通古今
之变”的发端，正是在古代先民浓厚的历史意识的基础上，到汉武帝时期才有《史记》这部记载自远
古以来中华民族通史的巨著产生。②

而除了直接探讨上述出土文献的历史编纂学特征之外，书中的一些见解对于其他出土文献的研

究也有帮助。比如清华简《书》类文献是当今研究最为热门的领域之一，在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清华
简中，就包括《尹至》《尹诰》《程寤》《保训》《皇门》《金縢》等多篇与《尚书》有关联的内容。③ 《中国
历史编纂学史》总结出“《尚书》以记言为主，开创了‘记言家’之先河，但同时在一些篇章中又有‘因
事命篇’的特点。而《金縢》《顾命》等篇，均以记事为主，且叙事完整，说明早在西周时期，历史编纂
方法已经有了‘以事件为主要视角’的创意”，④“《尚书》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‘以史为鉴’的思想，
以生动的史实反映了自殷商至西周初年，由‘迷信天命’到认识必须‘以史为鉴’、以民心为鉴、得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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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陈其泰主编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第 5 卷“近现代时期”，第 109—141 页。
参见陈其泰主编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第 1 卷“先秦时期”，第 295—308 页。
参见李学勤主编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第 1—9 辑，中西书局 2011—2019 年版。
参见陈其泰主编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第 1 卷“先秦时期”，第 192 页。



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之作

心才能‘得天命’的巨大变化”①等，对于研究清华简《书》类文献诸篇之间的编连组合和单篇文本内
部的整合过程都有可资借鉴的意义。

结 语

当然，任何一部学术著作的第一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，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同样存在些许可精
进之处。比如全书从纵横两个方面广泛论述，在历史编纂学研究领域多有创辟，但是在个别问题上
还属于比较初步的看法，还需要今后作更进一步的探索。举例说: 作为一部记载 1362 年史事的巨
著，《资治通鉴》是司马光在北宋以前众多正史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。那么，它是怎样剪裁正史的有
关材料以使历史的主线更加突出的? 又补充了哪些正史以外的材料以使著作更为丰满的? 这是很

值得详细阐述的问题。又《文史通义》是传统史学后期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，章学诚对于“道”的探
索有很高的成就，而他关于历史编纂学改革的主张与其对“道”的探索又有怎样的联系? 这也是可以
进行更多思考的地方。如果对这类问题都能给岀较为详尽的分析，对于扩大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的
讨论范围、增强研究深度，将有很大的意义。
再如，书中成果开拓性有余，但对当代学界相关研究的观照还有可以加强的地方。如朱维铮教

授曾经提到:“说到中国的历史观念史，通常将它等同于传统史著体现的指导思想或理论。但与十八
世纪以来欧洲层出不穷的历史哲学体系相比，传统中国以史学本身为思辨对象的理论性著作，似乎

除了刘知几的《史通》、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，也许再可算上郑樵的《通志》二十略，就别无史学理论
体系。”②对于上述主张，应如何评价与回应? 本书这方面完全可以进行一些补充。又王家范教授指
出:“每当民族危难( 如抗日战争时期) 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，( 20 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著) 都会有
新的高潮迭现。它是新史学演进的一个重要侧面，同时也是社会变迁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，映照出
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。”③此说与本书的有关论述相辅相成，如能形成一定的对
话，对于拓宽本问题的研究视野、研究层次亦将有相当的裨益。
不过，以上问题皆属白璧微瑕。个别不足，并不影响本书整体上成为一部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

学科体系、引领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话语权的优秀著作。“汇滥觞成江河，事始简而终巨”，《中国历
史编纂学史》一书编撰的源起，是陈其泰教授 200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“中国历史编纂学的
演进路径、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研究”的立项。但在立项之后的九年多时间里，陈其泰教授及其课题
组成员兢兢业业，苦心勤力，不断挖掘新史料，发现新问题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，最终将原定一卷本 50
万字的重点课题，以五卷本 243 万字、不亚于一项重大课题结项成果的巨帙呈现，其老骥伏枥、嘉惠
学林之心，金石可鉴。

( 作者张淑一，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;邮编: 510631)
(责任编辑:廉 敏)

(责任校对:尹媛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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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陈其泰主编《中国历史编纂学史》第 1 卷“先秦时期”，第 201 页。
朱维铮:《历史编纂学:过程与形态》，《复旦学报》2006 年第 6 期。
王家范:《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》，《史林》2003 年第 6 期。


